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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欲中,公欲即理
 ———王夫之《诗广传》中的理欲观

王 博

摘 要:理欲关系问题是中国思想界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王夫之在《诗广传》中从“人
性日生日成”的角度对人欲合理性进行肯定,对“公欲”、“私欲”概念进行了明确的分梳和

辨析,并通过强调“以理导欲”及“取精用物”来对佛老及其他形式的禁欲论与薄欲论进行

了有力的回击。王夫之的理欲思想体现了深刻的理性精神与人文关怀,带有明显的近代

性特征,与西方近代人文主义与启蒙思想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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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已有诸多前辈学者对王夫之理欲思想进行了深入和细致的探讨,但各位前辈学

者立论与阐述均有不同。李石岑、陈来都对王夫之在不同情境下对“欲”的概念的使用进

行了辨析和区分。李认为王夫之实际上是要将“欲”、“蔽”、“私”区别开来①,而陈则强调

王夫之理欲论建立在肯定人情和物欲的基础之上,在其尽己论的背景之下进行展开②,二
者论述侧重点有所不同,皆可以进一步进行推进。蔡尚思由于缺乏对王夫之不同语境下

“欲”的概念进行辨析,而简单地认为王夫之与朱熹理欲观都主张天理与人欲不两立③,这
一观点虽看到了王夫之对朱熹思想的继承,但并未看到其突破的一面,因此结论并不完全

可靠,值得进一步推敲。侯外庐认为王夫之主张理欲一致,并将王夫之理欲论归结为唯物

主义的理欲一元论④。贺麟则认为王夫之历史哲学中对“大欲”、“公欲”的阐释与黑格尔

“理性的机巧”思想具有相契合之处⑤。侯、贺二位先生分别运用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思

想“以西解中”的研究方式开创了王夫之思想研究新的理论范式与视野,但在具体研究中

存在着生搬硬套西方哲学理论的痕迹,其诠释是否符合王夫之思想的本意仍然值得商榷。
港台学者唐君毅、曾昭旭虽未专论王夫之理欲思想,但在以宋明理学为理论基础架构和诠

释王夫之人性论思想时对其理欲思想多有涉及⑥,论述中亦不乏精彩与深刻之处并最具

哲学气息,但他们囿于宋明理学的理论立场与话语体系,缺乏对王夫之所处的时代背景与

其他因素的考察,使王夫之的理欲观成为了一种冷冰冰的道德学说,难以彰显其思想中的

创造和革新之处。林安梧在继承港台新儒家学术立场的基础上,吸收了大陆学者的研究

成果与西方现象学、解释学等诠释方法,但其结论认为王夫之不是反对“人欲”而是反对“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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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明显缺乏对“私欲”概念的必要辨析①。萧萐父、许苏民两位先生立足于“古今贯通、中西比较”的视

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用于研究中,指出王夫之在论证人欲合理性的基础上提出“天理寓于人欲”、“天
理之大公”必须以“人欲之各得”为前提,区分“私欲”与“公欲”,主张“以理导欲”并痛斥禁欲论和薄欲论,
可以说较为全面和准确地反映了王夫之理欲思想的原貌。

笔者认为,萧萐父、许苏民两位先生对王夫之理欲思想的论述最为精当,他们以“通观”和“扬弃”的
视角对王夫之的理欲观进行了深刻的考察和说明,凸显了王夫之理欲思想的近代性和启蒙意义,既看到

了王夫之对于宋明儒学继承的一面,又看到了其超越和发展的一面。本文将在这一路向上继续推进,坚
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将王夫之思想还原至明清之际的大背景下进行阐述,将王夫之《诗广传》这
一诗经学著作为主要文本进行解读,试图对王夫之在不同层面上对“欲”的概念的使用进行进一步辨析,
以厘清王夫之理欲思想的内在理路,并说明《诗广传》中对其理欲思想进行论述的独特性,力求对王夫之

的理欲思想进行全面揭示和把握。

一、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对人欲合理性的肯定

在《诗广传》中,王夫之用不同的论述方式表达了对人欲的合理性与合理化的人欲的肯定,他讲道:
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共而别者,别之以度乎! 君子舒焉,小人劬焉,禽兽驱焉;君

子宁焉,小人营焉,禽兽奔焉。②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共焉者也。③

君子敬天地之产而秩以其分,重饮食男女之辨而协与其安。苟食其鱼,则以河鲂为美,亦
恶得而弗河鲂哉? 苟其娶妻,则以齐姜为正,亦恶得而弗齐姜哉?④

以上几段文字均从正面为人们追求美色美味的需求和对欲望进行满足的正当性进行辩护。王夫之在其

中透露出他的思想:人欲不应当被视作洪水猛兽而受到压制,“甘食悦色,天地之化机”⑤。人们对美食

美色的追求不仅仅是人自身本性的体现,同时也反映了天地之大化的根本秘密。理欲对待只针对人而

存在。人的欲望不同于禽兽,禽兽满足充饥避寒的本能足矣,但在王夫之看来,这种充饥避寒的本能实

际上还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人欲”。人的需求投射到万物之上,万物亦会随着人需求的变化而从一

时性的必需转变为过时之物,这种消费的应时性正是人与动物的显著区别之一。除此之外,王夫之认

为,人之“甘食悦色”与禽兽逐求欲望之满足的区别还包含着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首先,人对欲望的满足具有精粗美恶之分,“敬天地之产”、食鱼以“河鲂”为美、娶妻以“齐姜”为正均

反映出人相较于禽兽所独具的高级追求以及人以社会的、道德的和美的感受性尺度来解决食、色等种种

与欲望相关的问题,这便使得人对于衣食以及其他欲望满足方面与禽兽满足充饥避寒的本能活动产生

了区分。
其次,人在追求人欲满足时并未放弃其尊严,如“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等即是。人在将自身从广义动

物界提升出来的过程之中,其内在的生理本能亦实现了“人化”的过程,这种“人化”正表现在人在不损害

天地万物的前提下利用物质资料满足自身人性的日生日成上面:
圣人之于物也,登其材、不奖其质,是故人纪立焉;于人也,用其质、必益其文,是故皇极建

焉……故曰:“日用饮食、民之质也。”君子之所善成,不因焉者也。⑥

日用饮食为民之质,物质资料对于人乃是重要的养育人性的资源,人正是通过对物质资料的正当利用而

展开其天赋的人性之资。合理利用物质资源促进人性生成长养不仅不为过,更是上天赐予人们的仁德,
人若不能合理利用物质资源来发展自己的人性,在王夫之看来反而是一种罪过:“天之使人甘食悦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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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仁也……恃天之仁而违其仁,则去禽兽不远矣。”①天之“仁”在于使得人性在与外物相荡相磨的过程

中不断得到发展以成就其自身,人若不能够利用这一点发展自己、提高自己,何以能够立足于天地之间

而参赞天地之化育,以人文化成天下? 又怎能与处在自然状态下并为本能所驱使的禽兽相区别? 所以,
“天理必寓于人欲以见”②,天道只有通过人的生存实践活动才能保证其有序运行。天之理与人之欲在

此基础之上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实现的统一关系。
货导人以黷,虽然、不可以废货也。色湛人以乱,虽然、不可以废色也。酒与人以迷,无亦

可以废酒乎?③

好货、好色、好酒本是人之本性体现,货、酒本就是应人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必须要指出的是,人之好

货、好色、好酒,问题并不在于货、酒、色本身,而货、酒、色正是人性后天生成所不可或缺的物质资源,将
人之不善的来源推给酒、货等外物,是对自身人性极不负责任的表现。王夫之在《俟解》中批判老子的返

朴思想时也提到:“朴者,木之已伐而未裁者也。已伐则生理已绝,未裁则不成于用,终乎朴则终乎无用

矣。……不施以琢磨之功,任其顽质,则天然之美既丧,而人事又废……则唯饥可得而食、寒可得而衣者

为切实有用。”④王夫之认为,人生来具有天然之美,但如果不经过后天的雕琢,便会丧失人之为人的独

特性,造成“君子而野人”、“人而禽”的悲剧性后果。“饥可得而食”、“寒可得而衣”的本能欲望与人最原

初的生存状态并不能代表人性本身,人性需要一定的生成与完善的过程才能得以彰显。“初生而受性之

量,日生而受性之真”⑤,这一雕琢的过程除了接受人伦道德规范的教化之外,也应包括与外物反复切磋

之后对人性的砥砺和长养。以此,王夫之便从人性日生日成的角度上论证了人欲的合理性。

二、大欲通乎志,公意准乎情———对人欲中公私的甄别

综合王夫之整个理论体系来看,其所论之“理”已与程朱所论之“理”有所差异:程朱理学之“理”是具

有先验特征的绝对至高无上的存在,而王夫之之“理”则寓于具体事物之中,是无法脱离具体和个别事物

的规则———其在社会伦理领域近似于思想家所幻想的“至公”法则,是基于现实世界的人情物欲之上、具
有超越品格的普遍原则。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认为,王夫之对“公欲”的解读存在矛盾之处,并认为王夫之关于理

欲之辨的见解,大概有一个变化的过程⑥。在此不妨对王夫之相关论述进行一番考察:
廓然见万物之公欲,而即为万物之公理。⑦

天下公欲,即理也;人人之独得,即公也。⑧

有公理,无公欲。私欲净尽,天理流行,则公矣。天下之理得,则可以给天下之欲矣。以其

欲而公诸人,未有能公者也。即或能之,所谓违道以干百姓之誉也,无所往而不称愿人也。⑨

从字面上看,王夫之关于公欲的表述确有矛盾之处,公理与私欲何能相容? 私欲净尽才能使得天理流

行,以至于“公”。萧萐父、许苏民二位先生在《王夫之评传》中认为,夫之在本段论述中使用的“私欲”概
念所针对的是“匹夫匹妇,欲速见小,习气之所流,类于公好公恶而非其实”췍췍췍的欲望,这种欲望仅仅以满

足物质生活需求为目的,而对精神追求并不涉及췍췍췍,这种观点可以作为参考。就引文内容前后进行进一

步考察后亦可以看出,要理解王夫之此处所讲“私欲”也应当联系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他的批判有其特殊

的针对性———个别精英人物、统治者或特定统治集团的特殊私利。王夫之所批判是位居高位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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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统治集团,其“私利”的内涵与广大民众“好货好色”的“私利”相去甚远。王夫之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讲

“人所必不可者私欲尔”。因此笔者认为,从这个角度上看,王夫之的“公欲”与“公理”概念在其具体的理

论语境下并不矛盾,其“公欲”也可以理解为天下所有人“私欲”的总和,“人人之独得,即公也”。
诗言志,非言意也。诗达情,非达欲也。……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准乎情。①

王夫之对于理欲关系的讨论主要表现在对人的社会化需求的肯定上,“大欲通乎志”,“公意准乎

情”。人们对于美色、美味的追求本是天经地义。大凡讲到“人欲”,讲到“饮食男女”,讲到“好货好色”,
无疑都要落实到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身上,代表着每个生命个体的生活欲望。从这个角度上讲,人欲都

是“有私”的,不存在“无私”的人欲。王夫之因此得出结论说,“人欲之各得”乃是“天理之大同”。只要满

足共同的“人欲”,合乎共同的“人性”,就可以“善天下之大动”。因此,“以身任天下”的君子或统治者所

应当遵循的“天理”,正是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让人们正常地进行生产、生活,“所谓天理,亦无非是要使

天下人人皆得其欲的‘公欲’的代名词而已”②。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林安梧认为王夫之主张“公理”与
“私欲”相对立的说法可以进一步商榷,因为王夫之对人之“私欲”持肯定态度。正如萧萐父、许苏民二位

先生所指出的,王夫之所反对的“私欲”应当是损人利己、假公济私的“私欲”,以及以不合理或不正当手

段所满足的“人欲”。从本段引文亦可看出王夫之《诗广传》论诗的独特性:“诗言志”,“诗达情”,这些仍

然是诗歌美学维度的阐发,但在此基础上所展开的对理欲问题的讨论和说明已经掺杂了政治伦理的讨

论维度。可以说,王夫之诗论思想的特色在于对诗歌诠释中的伦理维度予以高度重视,体现了其《诗广

传》一书深受《诗大传》诗歌教化美学的深刻影响,这也是王夫之诗论的精微独到之处。
关于“公理”与“私欲”的问题,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与《四书训义》中也进行了具体的说明:

理尽则合人之欲,欲推则合天之理,于此可见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③

人之施诸己者不愿,则以此度彼,而知人之必不愿也,亦勿施焉。以我自爱之心而为爱人

之理,我与人同乎其情,则又同乎其道也。人欲之大公,则天理之至正矣。④

“人欲之各得”的大公即是天理,要做到人欲之各得,就必须“于天理人情之上絜著个均平方正之矩,使一

国率而由之”⑤。对于统治者“纵其目于一色”、“纵其耳于一声”、“纵其心于一求”而造成“天下之群隐”、
“天下之群声发”、“天下之群求塞”⑥、为求一己之私而轻贱甚至剥夺民众日常欲望的满足的情形,王夫

之果断地给予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公欲”不是抽象的,而是以“人欲之各得”为前提,使得“天下之

群色”显、“天下之群声”发、“天下之群求”得以满足,这才是符合天理的做法。这便是王夫之所要表达的

“公欲即理”的思想。
综上所述,王夫之在这样几个层面上使用“欲”这一概念:如果欲是出于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的心机

与利害计算的私欲,或“匹夫匹妇,欲速见小,习气之所流,类于公好公恶而非其实”的假“公欲”,王夫之

就与其他宋明儒者一样,主张去欲消欲,以确立修身的基本途径;如果欲是在社会层面上的可推为公欲

的、落实至每个生命个体的生存欲望,那么王夫之便以之等同于天理,并同时作为恕道的基础,作为推己

及人的根据,以实现仁政和社会大同;如果欲泛指一般性的欲求,那么王夫之就重视人的正当欲望,主张

理欲合一,并强调理对欲的节制作用,主张以理贯穿于功利事项。

三、取精用物,以理导欲———对禁欲与薄欲论的驳斥

如前所述,王夫之认为合乎天下人之基本需要的道理才称得上是“天理”,而天理“无非人情”,那么

宋儒所一再强调的“天理”在这种语境中便成为了“绝己之意欲以徇天下”⑦的非理之理。王夫之的理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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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论最具特色的一点是站在人的本性的立场上对以宋儒及以佛老为代表的各种禁欲与薄欲思想进行

驳斥,提倡“以理导欲”。
奚以知人之终为禽兽也? 遽而已矣。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共而别者,别之以度

乎! 君子舒焉,小人劬焉,禽兽驱焉;君子宁焉,小人营焉,禽兽奔焉。①

欲乃人之本性,在这一点上人与禽兽并无区别,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人能够做到使自身欲望得到理的规范

和制约,禽兽则因受欲的支配,其一切行为均围绕满足自身欲望而开展。对美食、美色的欲求乃是“人之

大共”,是所有人的共同特征之一,就连圣人、君子等道德上处于较高地位的人也不能完全摆脱个人对物

质欲望与情感的满足。真正使得君子区别于小人、人类区别于禽兽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度”,即对欲望的

节制。人的各种才能是在对天地之产“秩以其分”与对男女之欲“协与其安”的基础之上进行展开,人之

为人、人性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免于与禽兽之性趋同的重要因素就在于此,而不是如禁欲论者所主张一

味地对人的合理欲望围追堵截、封闭殆尽。
货色之好,性之情也。酒之使人好,情之感也。性之情者,情所有也。……人有需货之理

而货应之,人有思色之道而色应之。与生俱兴,则与天地俱始矣。上古之未有酒,……孰为之

乎? 将无化机之必然者乎?②

如前所述,货色之好本是人性的体现,人爱酒也是因为“人情之感”,酒对于人性的生成具有一定的

增益作用,其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讲亦是“化机之必然”。对于货、酒、色的欲求本就根植于继天成性的性

之中,而人性又在后天“取精用物”的生命活动中形成,“内生而外成者,性也,流于情而尤性也”③。酒、
色、财等物质资料在人性生成过程中也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货、色的产生本就是因为人有“需货之

理”和“思色之道”,而此理此道是人与生俱来的,“与天地俱始”。从王夫之“性日生日成”的理论出发,
货、利等后天的物质资料与人对本性欲望的满足正是人性生成所不可或缺的。正因如此,不能将人堕落

与为恶的原因推诿给货、色、酒,并因“货导人以黩”而废货,因“色湛人以乱”而废色,因“酒兴人以迷”而
废酒。

百物之精,文章之色,休嘉之气,两间之美也。……君子所以多取百物之精、以充其气、发
其盛、而不慙也。④

提倡禁欲者正是不懂得人性之生成有待于“取精而物”的道理,单方面扩大了物质资料对于人的消

极作用,而忽视了其有助于人性生成长养的积极方面,从而走向了禁欲的误区。人只有在“取百物之

精”、不断与外物相交互的过程中才能使自身“充其气”、“发其盛”,从而完善自身人格。
瑟瑟焉取天物而择之,择之未精而厚其疑,触于物,值于躬,莫非斧斤之与榛棘,而心亦烦

力亦惫矣。货且疑其伐善,色且疑其伐仁,将不遗余力以芟除之,而况于酒乎! 故歌《宾之初

筵》于酒座而不失其欢者,可与受命矣!⑤

以此,王夫之通过强调“可与受命”、“命日受而性日生”,从人性论的角度对以佛老与宋明理学为代

表的各种形式的禁欲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物欲不可消除,同时也没有必要进行消除,物质生活对于每

个活生生的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王夫之在肯定人欲合理性的同时,亦强调“理”对人欲的节制和范

导作用,即“以理导欲”,“别之以度”。相比较之下,当时禅宗的禁欲主义恰好缺乏这样一种能够“导欲”
的“理”,以及“别之以度”之“度”,于是便出现了种种理论上的遁词,走向了处于另一极端的“以欲止欲”、
“以淫止淫”、“以酒肆淫坊为菩萨道场”的纵欲主义,“正当的人欲没有得到肯定,反而为纵欲活动大开方

便之门”⑥,足见王夫之在肯定人欲合理性的基础之上提倡“以理导欲”思想的高明之处。
王夫之理欲思想更为精彩的地方在于,他不仅仅对禁欲论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同时也将批判的矛头

·8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诗广传》,载《船山全书》第3册,第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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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了薄欲论。世人皆以薄欲者为君子,但在王夫之看来未必如此。王夫之在《诗广传》中明确指出:
有澹而易足者焉,为君子易,非即君子也。为君子易,是以君子奖之。非即君子,是以君子

尤弗尚之。奖其澹也,非奖其薄也,聊且者,薄之心也。吾惧夫薄于欲者之亦薄于理,薄于以身

受天下者之薄于以身任天下也。①

从个人修身的角度讲,淡泊可以明智,“嗜欲深者则天机浅”②,不为物欲所累是成为君子的必要条

件,但淡薄物欲者并不能直接与君子划上等号。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讲,君子的淡薄也不等于对天下百姓

需求的漠视即薄欲,尤其不等于丝毫不讲究物质生活而得过且过地“聊且”度日。王夫之的深刻之处在

于,他指出薄欲者未必都是君子,因为薄欲者大多“薄于身以任天下”。真正的君子对待声色货利的态度

不应如此,君子不薄于以身任天下,也就不薄于以身受天下。
君子亦讲求物质生活享受,如食必要求美味,色必要求美色等等。但这样的欲求也要受到理的限

制,君子在讲求美味、美色时应当“慎为之”,在“以理导欲”的原则下,在不违反社会规范的前提下,在善

尽其对于天下人的义务的同时,才应该得到与其贡献相应的物质享受。虽“厚用天下而不失其澹”③,虽
“澹用天下”亦不等于“歆其薄”,王夫之以此不仅与“薄欲论”者划清了界限,同时也使得人之为人的道德

性与“以身任天下”的义务性得以彰显。

四、王夫之《诗广传》中的理欲观综论

王夫之所生活的明末清初是个社会错综复杂、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替更迭的时期,“这种特殊的

社会环境导致了整个社会对个人与整体之间关系的再反思,在涉及人的社会需求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关

系到理欲观、情理观的思想领域,其评判标准亦发生变化”④。
王夫之在继晚明李贽之后为人欲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同时,进一步区分了“公欲”与“私欲”的不同。

他直接将人欲看做是合理性代名词的“理”的基础,并且还超越了“食色,性也”所代表的自然人欲观,开
始将人欲纳入社会需要的范畴进行考量,这不仅仅是他的理欲观相对于程朱理学理欲观的一大突破,也
是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进步。罗钦顺、王廷相等人对朱熹“气质之性”与“本然之性”的人性论进行了初

步改造和批判,反映了这一时期思想的近代性萌芽。王夫之沿着他们的道路继续前进,主张理在欲中、
理欲统一的人性论。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儒者一方面承认“人欲之中自有天理”,同时又说理欲不两立,
其原因正在于他们的理论未对人欲在不同层次上的意涵进行深入说明,这种混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

伦理异化。王夫之充分肯定了人的自然本性、物质欲望的合理性,全面地讨论了理欲关系问题,从而实

现了对朱熹人性理论在继承基础之上的超越。
从横向上来看,王夫之的理欲观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也有可沟通之处。许苏民先生在《王夫之与儒

耶哲学对话》一文中认为,在这一时期的儒耶对话中,利玛窦明确提出了“理卑于人”的观点,这一观点动

摇了中国古代纲常名教“天理”至上的思想,为中国早期启蒙学者批判“以理杀人”的伦理异化提供了思

想依据。王夫之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提出了人民的福祉为政治至上原则的观点,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之

上认为“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⑤。笔者认为,王夫之的理欲观与利

玛窦“理卑于人”的思想是否具有直接的承继关系仍然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有待相关文献的继续发掘

和论证,但王夫之“天理寓于人欲”及对公、私欲的辨析已经反映出了其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与西方人

文主义与启蒙思想观点遥相契合,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吴根友教授在《明清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诸问题》中认为,明清时期的王夫之和戴震的理欲观实现

了一种转向,即关注的核心问题不再是“有欲”、“无欲”,而是“有私”、“无私”,他们主张人在实现欲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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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做到“欲而无私”,而并非“无欲”①。王夫之提出“理在欲中”的主张,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

性,尤其是广大人民的欲望的合理性。他强调理欲皆善的学说,认为“私欲之中、天理所寓”②,“人欲之

大公,即天理之至正”③,“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④,反映出高度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真切的现实关

怀。最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对佛老“绝己之意欲以徇天下,推理之清刚以制天下”⑤的禁欲思想

予以痛斥,斥责“惩忿窒欲”的道德修养论是“灭情以息其生”的谬说,同时也强调道学君子的“薄欲”乃是

“薄于以身任天下”,因而未必是真君子。不仅如此,王夫之还主张既要满足人们好货、好色、好酒的欲

望,同时也要强调以理导欲,将理贯穿于各种功利事项之中。真正合理之欲应当是“天下之公欲”,也就

是人人所不可无而必需的那部分物质欲望,如果能够做到人人独得,便是天理。他反对“贪养不已,驰逐

物欲”⑥,强调人们应当在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上认识到精神追求的价值高于物质追求的价值,要将

人从物欲的控制之中解放出来。
这便是王夫之的理欲论。他将理欲关系进行了重新整合,提倡理在欲中,无欲便无理。其理欲统一

的人性论,具有两方面意义:从体的方面看,性(天理)不是脱离感情欲望而独立存在的僵化了的道德本

体;从用的方面看,人欲也不能离开道德原则的指导。一方面,理存于欲中,以情欲行理;另一方面,以理

制欲,欲从其理,反对物欲的放纵与流荡。这一点体现了王夫之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倾向⑦。由此可见,
王夫之对于天理人欲关系的思考是十分精微审慎的,这也是他“两端归于一致”、“乾坤并建”的辩证思想

应用于伦理领域的表现。而《诗广传》作为王夫之重要的诗经学著作,虽是在继承前人《诗经》诠释传统

的基础之上论诗,但其在理欲关系问题方面却体现了明显的诗歌美学维度与政治伦理维度的掺杂和纠

葛。王夫之本人对此或许并未有所发觉,也没有明确对这一诠释维度上的纠葛进行明确区分。这正是

《诗广传》作为“广传”论诗的独特性,也是王夫之诗学思想的精微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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